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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流域渤海遗迹出土陶器的类型学研究 

 

张玉霞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渤海是我国唐至五代间，由靺鞨族在以我国东北地区为主，包括朝鲜东北部和俄罗斯滨海边区在内的广大区

域里建立的民族地方政权。牡丹江流域是其统治中心之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牡丹江流域渤海遗址及墓

葬出土的陶器为研究对象，对遗址、墓葬所出器物分别进行类型学研究，建立起了较为明确的牡丹江流域渤海陶器

的编年与分期。从考古学上透视了渤海文化的形成过程及“海东盛国”的文化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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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渤海是我国唐至五代间，由靺鞨族在以我国东北地区为主，包括朝鲜东北部和俄罗斯滨海边区

在内的广大区域里建立的民族地方政权。渤海政权自 698 年大祚荣创建震国始，至 926 年灭于辽，

存在 229 年，其都城四迁四治。初都敦化，天宝中以显州（今和龙西古城）为都，天宝末迁至上京

龙泉府（今牡丹江宁安渤海镇），785 年又迁都东京龙原府（今珲春八连城），794 年迁回上京直至灭

亡。上京龙泉府两次为都，时间最长。从都城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牡丹江中上游和海兰江－图们

江流域是渤海政权统治的中心地区。 

牡丹江流域是渤海政权的统治中心之一：渤海初都之地敦化位于牡丹江上游，两次为都的上京

龙泉府位于牡丹江中游。在他们周围，分布着大量不同阶段的渤海遗迹，考古发掘工作也开展较好：

起步于 20 世纪初
[1]
，解放后我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2]
，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渤海墓葬

[3]
得到了系统发掘，遗址

[4]
也得以大规模揭露。 

牡丹江流域渤海考古学材料尤其是出土陶器数量的激增及大量刊布，为这一区域渤海陶器的研

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使得有关渤海陶器分期的线索日趋清晰起来
[5]
。2001 年，《河口与振兴》

[6]
报

告的出版，发表了一批有叠压打破关系的考古单位和渤海陶器材料，使我们有条件对渤海陶器的典

型器物进行更细致的形制分析，以进一步明确渤海陶器的阶段性特征。 

本文以牡丹江流域渤海遗迹出土的陶器为研究对象，对遗址和墓葬所出器物分别进行类型学研

究，在此基础上将两者对比分析，并吸收相关研究成果，初步建立起牡丹江流域渤海陶器的分期与

编年标尺，并希望此研究成果能够对渤海陶器的分区研究提供有益的启发。 

二、 遗址出土陶器的形制分析 

1、出土陶器及其遗址的介绍 

牡丹江流域的渤海遗址经发掘出有陶器并已发表材料的有振兴遗址、河口遗址、渡口遗址、上

京龙泉府遗址、细鳞河遗址、石灰场遗址和木兰集东遗址等 7 处
[7]
。其中，振兴遗址有较丰富的自

靺鞨至渤海这一年代区间内的文化遗存。本文的分析，拟从振兴遗址的分组入手，首先确立一个靺

鞨－渤海文化代表性遗存的初步编年序列，以作为其他遗址分析的年代标尺。 

《河口与振兴》
[8]
报告指出：振兴遗址四期文化遗存中的 20 个灰坑和 3座房址，存在叠压打破

关系。其中出土了陶器的单位主要有以下几组叠压打破关系：H7→H27→F4；H12→H15；H14→H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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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4→F10。报告据出土遗物的同异，将四期遗存分为顺序的 3 组：第一组以 F4 为代表；第二组以

H27、H14、H15、H17 等单位为代表；第三组以 H7、H94、F10 等单位为代表。发掘报告据遗迹间的

叠压打破关系及陶器组合关系的变化将五期遗存也分为顺序的 3 组：第一组以第 2 层及打破该层的

H6 为代表；第二组以 G2、ⅢH10 为代表，G2 开口于第 1 层下，被 F17 打破，打破第 2、5 层，ⅢH10

开口于第 1 层下，打破第 2 层；第三组以 H153、H155、ⅢH11 为代表，H155 被 H159 打破，三者均

开口于第 1层下，打破第 2 层。 

从振兴第四期和第五期文化遗存所划分的六组遗迹出土的陶器来看，以深腹罐、鼓腹罐和盆器

形变化最为明显。深腹罐、鼓腹罐虽形态多样，但主要变化特征却基本一致，即由矮胖向瘦高发展；

各型盆口部均呈现逐渐上抬的趋势，相应地口部逐渐外张。对照发掘报告提供的层位关系，上述六

组遗存的序列应当是合理的。故而本文采用这一分组结果，作为牡丹江流域靺鞨－渤海文化不同发

展阶段的代表性遗存。并将第四期、第五期早晚相承的六组遗迹分别称为振兴 1—6 组。 

总体上看，河口遗址、渡口遗址、上京龙泉府遗址等
[9]
的分期结果，均能与振兴遗址的六组基

本对应，可将上述诸遗址靺鞨—渤海时期遗存归纳为六个发展时间组（表一）。 

表一  牡丹江流域渤海遗址分组对应表 

遗址 

分组 

振兴 河口 渡口 上京 

六 6   √ 

五 5  四期 √ 

四 4    

三 3    

二 2 四期 二期  

一 1    

备注 √表示该遗址有此组器物 

2、典型陶器的形制分析 

在牡丹江流域渤海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深腹罐、鼓腹罐、盆等器类数量多，各遗址也均能见到，

这些陶器有清晰的逻辑演变规律可循，本文将其作为分期断代的典型器物。 

深腹罐是渤海陶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类。多为夹砂褐陶，仅见少量的灰陶或其他陶系。多为手

制，很多器物表面经过打磨。器表装饰比较简单，除普遍在口沿下施压印的附加堆纹外，器物肩、

腹部施纹者较少，纹样有圆点、三角形和条形等。 

从颈部、腹部等部位的差异来看，深腹罐可分为五型。 

A 型  有明显束颈。此型深腹罐最为常见。按颈部的形态又可区分为两种亚型。 

Aa 型  颈部较长。依腹部及口部变化可分四式。Ⅰ式，标本振兴（指振兴遗址，下同）F4:4→

Ⅱ式，标本河口（指河口遗址，下同）T1002③:2→Ⅲ式，标本振兴 H94:1→Ⅳ式，标本振兴 H6:1。

演变规律：束颈越来越不明显，鼓腹程度由大变小，腹径由大于口径渐变为小于口径，器身由矮粗

渐变为瘦高。口沿下的装饰也由贴附泥条的堆纹逐渐变成捏塑的凸棱。 

Ab 型  颈部较短。依腹部及口部变化分三式。Ⅰ式，标本振兴 F4:3→Ⅱ式，标本振兴 H27:1（图

二，6）→Ⅲ式，标本振兴 H7:4。演变规律：基本同于 Aa 型，但腹部由鼓腹变为弧腹的发展趋势较

前者更为明显。 

B 型  形体普遍较大，高度约 30－40 厘米，腹部微下垂。依颈部及腹部变化，可分三式。Ⅰ式，

标本河口 F1001:3→Ⅱ式，标本振兴 F10:1→Ⅲ式，标本振兴 H153:3。演变规律：口部由大变小，

束颈程度不断加大，腹部由弧腹向鼓腹演变。腹径由约等于口径变为大于口径。纹饰变化同 A 型。 

C 型  长颈，大敞口。未见完整器形。依颈部变化可分三式。Ⅰ式，标本振兴 T1501②:13→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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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标本振兴 H6:3→Ⅲ式，标本振兴 H155:10。演变规律：束颈越来越不明显。纹饰变化同 A型。 

D 型  侈口，高领。均泥质，呈褐色或灰色，轮制。标本渤海镇（指注释 2g 中发表的材料，下

同）T117:5。 

E 型  无颈部，深腹。均泥质，呈褐色或灰色，轮制。标本上京房址（指注释 4b 中发表的材料，

下同）F1:7。 

从上述五型深腹罐的分式情况看，它们尽管在局部的变化特征上表现得不甚一致，但器身由矮

胖渐变为瘦高，即腹径与高的比例越来越小则是其普遍的演变规律；口沿也都有逐渐抬起即沿下角

逐渐增大的发展趋势。从口沿风格观察，口沿下的装饰也由贴附泥条堆纹逐渐变成后来的由器物表

面挤捏出凸棱。 

鼓腹罐也是较常见的器类，可能是由于形体较大，往往可复原器物缺失也较多，完整器较少。

多为泥质灰陶、极个别为褐陶。多轮制。鼓腹罐以素面为主，内外壁多经打磨，有些陶器表面饰凹

弦纹、凸弦纹和磨压形成的暗纹。 

根据口部、颈部、腹部等部位的差异，可分为三型。 

A 型  卷沿，无领，形体普遍较大。无完整器形。可分三式。Ⅰ式，标本振兴 T2103②:12→Ⅱ

式，标本振兴 G2:11→Ⅲ式，标本振兴 H155:6。演变规律：沿面向外翻卷的程度逐渐加大。 

B 型  有肩，矮领，斜弧腹。依肩部变化可分三式。Ⅰ式，标本振兴 F17:1→Ⅱ式，标本振兴

H156:3→Ⅲ式，标本渡口（指渡口遗址，下同）H2：4。演变规律：矮领逐渐消失，由鼓肩发展为圆

肩。 

C 型  翻沿，椭球形腹。依腹部变化可分三式。Ⅰ式，标本振兴ⅢH10:1→Ⅱ式，标本渤海镇

T302:100→Ⅲ式，标本渤海镇 T306:246。演变规律：鼓腹程度由大渐小，器身由矮胖发展为瘦高。 

盆是一种重要的盛贮器，数量很多。以泥质灰陶为主，个别为夹砂褐陶。多素面，有的器物腹

部有弦纹或磨压暗纹，也有的器物腹部有两个对称的横耳。 

依据腹部形状可分三型。 

A 型  卷沿，鼓腹，平底，多有对称横桥耳。数量较多。依据最大腹径与通高的比例关系分两

个亚型。 

Aa 型  宽沿，深腹。依据腹径与口径比例关系的变化可分三式。Ⅰ式，标本振兴ⅢT1②:2→Ⅱ

式，标本振兴 G2:1→Ⅲ式，标本振兴 H153:1。演变规律：鼓腹程度逐渐变小；腹深不断增大；腹部

有双横耳的，双耳的位置由位于器身上部变为居于器身中部。 

Ab 型  窄沿，浅腹。依据腹径与口径比例关系的变化可分二式。Ⅰ式，标本渤海镇 T302:66→

Ⅱ式，标本渤海镇 T311:12。演变规律：同 Aa 型盆一致。 

B 型  口部外张，弧腹，无耳。均残，依据腹部变化可分二式。Ⅰ式，标本振兴 T1004②:4→Ⅱ

式，标本振兴 H153:4。演变规律：腹部由微鼓到弧腹。 

C 型  厚圆唇，折腹，平底。依腹部的变化可分三式。Ⅰ式，标本振兴 T1002②:13→Ⅱ式，标

本振兴 H131:1→Ⅲ式，标本上京房址 F1:8。C 型盆形制演变趋势：折腹越来越明显，最大腹径由小

于口径变为略等于口径；腹深逐渐变小。 

牡丹江流域渤海遗址出土陶器器形很多，除了上述深腹罐、鼓腹罐和盆等分期标准器之外，还

有盘、器盖、壶、瓶、敛口罐、甑、三足器等。这些器物在器形和制作技术上都与渤海的传统陶器

不同，明显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虽然其形制演变多无规律可循，但这些器形的出现和普及，

可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渤海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 

3、分期 

以上对典型器类的形制分析表明，不同型别的器形，往往在形制演变上都有相同的规律可循；

各类型器物的式别变化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了层位关系的验证。故这些器物将作为文化遗存分期

的指征性器形。通过共存关系，部分非典型器物亦可作为遗存分期的指征性器形使用。将对典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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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类型学分析结果和有共存关系的非典型器物置入振兴 1—6 组当中，牡丹江流域渤海遗址出土陶

器形制演变序列，则如表二所示。 

表二   陶器在各年代组中的分布情况表 

深 腹 罐 鼓 腹 罐 盆 

A A 

类型 

 

分组 a b 

B C D E A B C 

a b 

B C 

六    Ⅲ  √ Ⅲ  Ⅲ Ⅲ Ⅱ Ⅱ Ⅲ

五     √  Ⅱ Ⅲ Ⅱ Ⅱ Ⅰ  Ⅱ

四 Ⅳ  Ⅲ Ⅱ   Ⅰ Ⅱ 

Ⅰ 

Ⅰ Ⅰ  Ⅰ Ⅰ

三 Ⅲ Ⅲ Ⅱ Ⅰ          

二 Ⅱ Ⅱ Ⅰ           

一 Ⅰ Ⅰ            

备注 √ 表示该年代组有此型器物 

 

表二续 

类型 

 

分组 

盘 器盖 壶 瓶 甑 三足器 

六 √ √ √    

五 √ √ √ √ √ √ 

四       

三       

二       

一       

从表二所示情况看，已分型陶器的多数型别在前文归纳出的六组遗存中，形制上都有一定程度

的变化。据此，可将前述六组遗存视作牡丹江流域靺鞨－渤海遗址出土陶器由早至晚顺次演变的六

个发展阶段。 

第一段：典型器物有 AaⅠ、AbⅠ式深腹罐。遗迹只有振兴 F4 属此段。此段出土陶器数量非常

少，均为夹砂褐陶，手制。器形单一，整体特征为鼓腹明显，器物较矮粗，口沿下贴附泥条堆纹。 

第二段：典型器物有 AaⅡ、AbⅡ、BⅠ式深腹罐，同时还共出有碗和缽。振兴 H17、H14、H15、

H27，河口 F1002、F1001，渡口 F6、F11、F9 等单位均可归属此段。从陶器整体特征来看，此段以

夹砂褐陶为绝大多数，仅有个别的泥质褐陶。器物表面除素面和磨光外，大部分器物口沿下贴附泥

条堆纹。手制。典型器物中，深腹罐有 A、B 两型，其中 A型多于 B 型。A 型深腹罐腹部变深，腹径

与口径大体相当，形体较瘦长。B 型形体较大，其他特征同于 A 型。实圈足碗的口沿下也饰一周刻

齿状附加堆纹。 

第三段：典型器物有 AaⅢ、AbⅢ、BⅡ、CⅠ式深腹罐。振兴 H7、H94、F10 等单位属于此段。

陶器仍以夹砂褐陶为主，口沿下贴附泥条堆纹，器表多经磨光。典型陶器中，A 型深腹罐数量仍是

最多，B 型数量其次，C 型较少。器物的口沿下仍贴附泥条堆纹，但口沿上抬即沿下角有所增大。A

型深腹罐腹部瘦长，腹径小于口径。B 型深腹罐腹部外鼓，腹径大于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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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段：典型器物有 AaⅣ、BⅢ、CⅡ式深腹罐，AⅠ、BⅠ、BⅡ式鼓腹罐，AaⅠ、BⅠ、CⅠ式

盆。共存有缽。振兴②层、H6 等单位归属此段。此段以夹砂和泥质灰陶为主，夹砂褐陶少量。大部

分器物器表经磨光。深腹罐口沿下的附加堆纹已被凸棱代替。典型器物中深腹罐继续存在，但不再

是主要器形，数量也不多。A 型深腹罐弧形腹，腹径明显小于口径，沿下角更大。此段新出现各种

型别的鼓腹罐和盆。 

第五段：典型器物有 D型深腹罐，AⅡ、BⅢ、CⅡ式鼓腹罐，AaⅡ、AbⅠ、CⅡ式盆。共存有盘、

壶、瓶、甑、三足器、碗、缽等。振兴 G2、ⅢH10，渡口 H1，上京 97 年（指注释 4c 中发表的材料，

下同）ⅠG3、ⅡJ,渤海镇 T302 等单位可归属此段。此段的碗与二段有很大不同，圈足碗的口沿下没

有附加堆纹的装饰，也没有器壁内曲的碗。 

该段灰陶器成为主流，褐色陶不多。轮制陶器数量明显增多，很多器形较大的鼓腹罐、盆都是

轮制的。典型陶器中，几乎见不到深腹罐。鼓腹罐流行卷沿。A 型盆的腹部出现对称的横桥状耳，

鼓腹程度变小，口径与腹径相若。盘、壶、瓶、三足器等是新出现的器形，具有浓厚的中原地区器

物风格。 

第六段：典型器物有 CⅢ式、E 型深腹罐，AⅢ、CⅢ式鼓腹罐，AaⅢ、AbⅡ、BⅡ、CⅢ式盆。共

存有敛口罐、盘、器盖、壶、碗、缽等，它们具有中原地区器物特征。振兴 H153、H155、ⅢH11，

上京房址 F1、T1②，渤海镇 T306、T311 等单位均属此段。 

此段的陶系比例基本同上段。褐陶器的数量更少，只有 CⅢ式深腹罐等少量标本。这一段，盆、

鼓腹罐的器身普遍比较深。A 型鼓腹罐唇面向外翻卷的程度加大，B 型鼓腹罐矮领逐渐消失，由圆肩

发展为溜肩，C 型鼓腹罐鼓腹程度由大渐小，器身由矮胖发展为瘦高。A、B 型盆鼓腹程度均变小，

口部均外张。腹部有双横耳的，双耳的位置也由位于器身上部而变为居于器身中部。C 型盆折肩更

明显，腹径由小于口径变为略等于口径。 

从以上分析看，所分六段中第三段与第四段，第四段与第五段之间的变化较大。第三段与第四

段相比，A、B、C 型深腹罐均发生了变化。Aa 型深腹罐由Ⅲ式演变为Ⅳ式，Ab 型深腹罐消失；B 型

深腹罐由Ⅱ式演变为Ⅲ式；C 型深腹罐由Ⅰ式演变为Ⅱ式。从第四段开始，新出现鼓腹罐和盆，并

成为陶器中的常见器形。而且，从陶质和制陶技术上来看，第一、二、三段绝大多数为夹砂褐陶，

泥质陶数量很少，器物多手制。第四段开始，泥质陶无论是数量还是器类都大大超过了前三个阶段。

轮制技术得到普遍应用，深腹罐口沿下的刻齿状附加堆纹，也因制陶技术而变为捏塑的凸弦纹。 

将第五段与第四段相比，差别同样较大。除典型器物的形制变化之外，A、B 型深腹罐都已不见，

出现 D 型深腹罐，深腹罐总体上看已十分少见；各种类型的鼓腹罐和盆开始流行；鼓腹罐流行卷沿；

A 型盆的腹部出现对称的横桥状耳；该段灰陶器成为主流，褐色陶不多；轮制陶器数量明显增多；

盘、壶、瓶、三足器等是新出现的器形，具有浓厚的中原地区器物风格。 

第一段到第三段、第五段到第六段表现出了更多的共性。第一—三段，器形主要都是深腹罐，

仅共出有少量的碗。陶器均以夹砂褐陶为主，有个别为泥质褐陶；绝大部分为手制；器物表面除素

面和磨光外，大部分器物口沿下贴附泥条堆纹。第五段和第六段，都只见少量的深腹罐，鼓腹罐和

盆是主要器形，盘、壶、瓶、器盖、三足器等具有浓厚中原地区器物风格的器形在两段中均常见到。

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褐陶不多。大部分器物为轮制。 

考虑到以上各段主要器物特征的延续性与差异性，可将上述六段划分为发展变化更加明显的三

个时期。其中，第一、二、三段可合并为第一期，第四段为第二期，第五、六段可为第三期。 

4、年代 

牡丹江流域渤海遗址出土陶器各期年代的推定，离不开渤海国的历史发展轨迹。渤海从第一代

高王大祚荣（698－719）建国，第二代武王大武艺（719－737）发展，到第三代文王大钦茂（737

－793）开始走向繁荣，奠定了渤海国稳固的基础。期间，唐王朝于公元 713 年派遣郎将崔忻摄鸿胪

卿以持节宣劳靺鞨使的名义，前来册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统之地为忽

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去靺鞨之号专称渤海
[10]

。渤海是唐朝的蕃国，同时也是唐朝的羁縻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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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自此加强了和唐王朝的联系。成王于 794 年还都上京龙泉府。渤海由于其内部的夺权斗争，经

历了短暂的相对停滞，宣王大仁秀（818－830）时，开始走向中兴，到了大玄锡（871－894），进入

极盛时期，被誉为“海东盛国”。此后渤海走向衰落，公元 926 年契丹攻陷渤海国都上京龙泉府，渤

海国灭亡。 

关于上京龙泉府遗址是渤海后期遗存，现在看来是毫无异议。该遗址的出土器物均处于第三期，

故第三期的年代是渤海后期，其上限是上京龙泉府第二次为都以后，即公元 794 年，下限至渤海灭

亡即公元 926 年。 

第一期与第二期之间器物形制的变化程度最大，结合历史记载，渤海在受册封之后与唐王朝的

联系逐渐增多，开始更多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从上我们推断第一期的年代为渤海建国前后，其

下限是唐王朝对大祚荣的册拜即公元 713 年。处于第一期第一段的振兴遗址 F10 内出土的木炭标本

碳十四数据为距今 1530±60。因此，第一期的年代延续的时间可能较长，包括了渤海建国前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 

由于第二期的器物与第一期器物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所以，第二期的年代在渤海前期，其上限

为第一期的下限即公元 713 年，下限为第三期的上限即公元 794 年。 

渤海文化是以靺鞨文化为主体，兼容了其他民族或地区的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

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中原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在其建国以后。文王大钦茂在位时期，更形

成了向唐王朝学习的高潮。从上述总体分期所展示的阶段性特征看，各期段之间虽然变化的程度有

大有小，但都是渐变的。深腹罐、鼓腹罐、盆等典型器类中的主要型别都有清晰的演变脉络。其中

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的变化程度最大，这恰恰在考古学上说明了渤海建国前后文化上的变更。从更

大的空间范围看，第二、第三期的深腹罐、鼓腹罐、盆、盘、壶、瓶组合，已经成为牡丹江流域渤

海陶器最为鲜明的特征。 

三、 墓葬出土陶器的形制分析 

牡丹江流域的渤海墓葬经发掘出有陶器并已发表材料的有六顶山墓地、虹鳟鱼场墓地、羊草沟

墓地、石场沟墓地、二道河子墓地、北站墓地等 6 处
[11]

。在这 6 处墓地中虽然均无可以利用的层位

关系，但是墓葬出土陶器在器形、陶质、陶色等方面与遗址出土陶器均显示了相当的共性，为两种

不同性质遗迹出土的陶器进行对比分析提供了前提。我们拟以遗址的分段结果为基础，先将墓葬出

土陶器进行形制分析和分段，通过与遗址分段的对比，确立他们在陶器排序中的相对位置，再进行

分期。 

1、典型陶器的形制分析 

在牡丹江流域渤海墓葬出土的陶器中，深腹罐数量最多，是各墓地的主要随葬器物，与遗址出

土的同类器物一样，他们在基本形态一致的情况下，局部或整体上又有一些细微的渐变规律可循，

可以作为分期断代的典型器物 。 

深腹罐是渤海墓葬出土陶器中最为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器类。数量上占据着陶器的主体。多为

夹砂褐陶，仅见少量的灰陶或其他陶系。多为手制，很多器物表面经过打磨。多素面，口沿下有一

周凸棱形成重唇，有的器物肩、腹部饰有弦纹。从颈部、腹部等部位的差异来看，深腹罐可分为五

型。 

A 型  器身瘦长，翻沿，平底。依据口部及腹径与口径比例关系的变化可分三式。Ⅰ式，标本

海林北站（指海林北站墓地，下同）M3:1→Ⅱ式，标本六顶山（指注释 2g 中发表的材料，下同）M205:5

→Ⅲ式，标本虹鳟鱼场（指虹鳟鱼场墓地，下同）M2205:15。演变规律：鼓腹程度渐小，翻沿逐渐

竖起，口部不断张大。 

B 型  束颈，微鼓腹，平底，底径相对较大。依据腹部的变化可分三式。Ⅰ式，标本石场沟（指

石场沟墓地，下同）M18：2→Ⅱ式，标本石场沟 M12：2→Ⅲ式，标本石场沟 M16：4。演变规律：鼓

腹程度渐小，口沿逐渐竖起，口部不断张大。            

C 型  卷沿，短束颈，鼓腹，平底。依据腹部及腹径与口径比例关系的变化可分三式。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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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羊草沟（指羊草沟墓地，下同）M117：7→Ⅱ式，标本石场沟 M5：2→Ⅲ式，标本石场沟 M3：1。

演变规律：鼓腹程度渐小，卷沿逐渐竖起，口部不断张大。 

A、B、C 型深腹罐有着相同的演变规律：鼓腹由明显到不明显，腹径由大于口径到约等于或小

于口径，口部逐渐上抬即沿下角逐渐增大。 

D 型  斜直领，器身较矮，器壁厚，平底。标本虹鳟鱼场 M2205：1。 

E 型  长腹较直，下腹略斜收，颈腹之间的界限不明显，平底。标本羊草沟 M104：4。 

鼓腹罐：是墓葬中仅次于深腹罐的随葬器形。夹砂褐陶和泥质灰陶均有。根据口部、颈部、腹

部等部位的差异，可分为两型。 

A 型  束颈，颈部较粗，鼓腹，平底。标本羊草沟 M118:7。 

B 型  矮领，圆肩，平底。标本六顶山 M209:1。 

盆  大口，平底。均泥质灰陶，轮制。出土于六顶山墓地。依据腹部不同可分两型。 

A 型  窄沿外翻，腹微鼓。标本六顶山 M205：01。 

B 型  宽沿外卷，圆折腹。标本六顶山 M209:02。 

牡丹江流域渤海墓葬出土的其他器形，还有敛口罐、盘、壶、瓶等。他们虽然数量不多，分布

区域也不广，但是与遗址出土的同类器近似。 

2、分期 

由于目前牡丹江流域渤海墓葬出土陶器，没有直接的层位关系，还难以建立独立的期组序列。

但就器形来看，墓葬出土陶器的 A 型深腹罐，B 型鼓腹罐，B 型盆等均与遗址出土陶器的同类器近似。

这就为墓葬出土陶器的分期提供了依据。具体归纳如下。 

1、AⅠ式深腹罐的形制介于遗址出土的 AaⅡ式与 AaⅢ式深腹罐之间；AⅡ式深腹罐的形制介于

遗址出土的 AaⅢ式与 AaⅣ式深腹罐之间；AⅢ式深腹罐的形制与遗址出土的 AaⅣ式深腹罐相似； 

2、B 型鼓腹罐的形制与遗址出土的 BⅡ式鼓腹罐相似； 

3、B 型盆的形制与遗址出土的 BⅠ式盆相似。 

从以上墓葬与遗址出土同类器的比较，并参照遗址的分段结果，可以把牡丹江流域渤海墓葬出

土陶器分为顺序的二段。 

第一段：典型器物 AⅠ、BⅠ、CⅠ式深腹罐。羊草沟 M109、M118、M201、M202、M203、M206，

石场沟 M10、M18，北站 M3 均出有 AⅠ式深腹罐；石场沟 M18 共出有 BⅠ式深腹罐，羊草沟 M117 共

出有 BⅠ、CⅠ式深腹罐。这些墓葬单位可归属此段。共存的器物有 A型鼓腹罐和瓶。这一段，器形

较为单一，主要是深腹罐，有少量鼓腹罐；绝大部分器物为夹砂褐陶，手制，只有个别器物是泥质

陶，轮制。 

第二段：典型器物有 AⅡ、AⅢ、BⅡ、BⅢ、CⅡ、CⅢ式深腹罐。六顶山墓地、虹鳟鱼场墓地的

所有墓葬及羊草沟墓地、石场沟墓地、北站墓地、二道河子墓地的大部分墓葬单位均属此段。共存

的器物有 B 型鼓腹罐、盆、敛口罐、壶、瓶、盘、碗、缽、器盖等。这一段陶器种类很多，但占主

要地位的仍然是深腹罐，其他器类数量有所增加。深腹罐绝大部分为夹砂褐陶，手制，口沿下均有

一条凸棱。其他器类中，主要是泥质灰陶器和轮制陶器。 

从深腹罐的形制比较来看，墓葬出土陶器的第二段，处于遗址出土陶器的第四段，相当于遗址

的第二期即渤海前期。从深腹罐的形制分析看，第二段和第一段之间有十分密切的延续性。由此推

断，第一段的相对年代大约在遗址出土陶器的第三段，相当于遗址的第一期即渤海建国前后。 

D 型深腹罐、瓶、壶、敛口罐等器类与第二段典型器物 AⅡ、AⅢ、BⅡ、CⅡ式深腹罐共出，同

属于第二段：虹鳟鱼场 M2205 共出 AⅡ、AⅢ、CⅡ、D 型深腹罐，壶，敛口罐等；六顶山 M205 共出

AⅡ式深腹罐和壶；石场沟 M11 共出 BⅡ式深腹罐和敛口罐。它们与遗址第三期出土的同类器相比，

器物的制作风格表现出了很大差异，显示了时间上的差别，也证明了上述分段的合理性。 

六顶山墓地贞惠公主墓出有墓碑，可确知其埋葬年代为公元 780 年。六顶山墓地是渤海早期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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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墓地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其出土器物均处于第二期即渤海前期，这进一步验证了上一章对年代推

断的合理性。墓葬的年代集中在渤海初期晚段和渤海前期，丰富了遗址陶器为我们提供的牡丹江流

域靺鞨－渤海文化演变序列。 

四、 结  语 

本文通过对牡丹江流域渤海遗址与墓葬出土陶器的类型学研究，建立起了这一区 

域较为明确的渤海陶器的分期与编年。 

根据遗迹出土陶器的类型学研究将牡丹江流域渤海陶器分为三期。牡丹江流域渤海陶器的发展

演变过程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渤海文化的发展和形成。 

渤海政权是以靺鞨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但在它广大的疆域之上，“生活着靺鞨人（这是主体），

高句丽人、汉人、契丹人、夫余人，以及少量的其它民族”
[12]

，因此，它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政

权。渤海文化，继承了靺鞨文化的传统，也接受了高句丽文化的一些影响，后期逐步地乃至相当深

刻地融入了唐文化的行列。 

在渤海遗址及墓葬中都有大量存在的各种型式的侈口深腹罐（俗称靺鞨罐）是渤海早期的典型

器物，在渤海的各个时期都有发现，分布在黑龙江、松花江和牡丹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这是渤海国

主体民族、主体文化的直接体现，为渤海是靺鞨大氏集团建立的政权提供了考古学的佐证
[13]

。 

渤海政权的版图，有相当大的地区，如西京鸭绿府、东京龙原府、南京南海府等都是高句丽统

治或控制过的地区，粟末靺鞨本身也深受高句丽的影响，而渤海政权的建立也包括了一部分高句丽

遗民。因此，渤海政权受到高句丽的影响是很自然的。渤海陶器中所体现的高句丽风格主要是展沿

和双横耳。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西周至战国期间，分布于吉林省中部和辽宁省北部以及黑龙江南

部的部分地区的西团山文化就已经使用横桥状耳陶器，这种陶器制作风格，为西团山文化流行地域

内的后起民族，诸如夫余、高句丽等继承。”
[14] 

渤海是唐王朝的藩属国，是唐王朝版图的一部分。唐王朝派遣的使臣，不只是政治代表，大部

分也都是文化使者，他们把中原的文化传播给渤海。渤海也积极向唐朝学习，大量输入中原的文化

典籍，派大批使臣、留学生到唐朝具体学习。其政治制度、统治机构和文物典章“大抵宪象”中原
[15]

，一遵唐制。政治和经济上的频繁往来和密切联系，成为推动渤海社会发展的因素，渤海文化深

刻地融入了唐文化的行列。渤海遗迹中出土的有明显中原特征的器物，器类很多，如卷沿的鼓腹罐、

敛口罐、长颈瓶、盘、三足器、唾壶、器盖等。 

综上所述，渤海陶器的各种器形在不同时期都有所不同，这是渤海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

收周边文化的结果，但是，渤海陶器的基本风格和特点还是很明显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另外，本文所排的相对年代及分期的主要依据是牡丹江流域渤海遗址及墓葬的出土材料，它势

必有其地区的局限性。又由于受材料和认识水平的限制，还存在两个问题未能解决： 

1、渤海陶器与靺鞨陶器是一脉相承的，但究竟该怎样区别，还需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本文的“渤海陶器”，不可避免地包括了一部分靺鞨陶器。 

2、在已发表的有关渤海陶器遗存的材料中，基本上不见比较明确、可用以确切断 

代的文字资料，渤海陶器绝对年代的推定仍需要进一步的努力与完善。 

（附记：本文是在笔者硕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在论文的写作和本文的修改过程中得

到了魏存成教授和王培新教授两位恩师的悉心指导，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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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to the Typology of Bohai Ceramic  

From Songhuajiang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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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ohai state of Tang dynasty was the minority power established by the Mohe tribes of Sumo along 

with the other Mohe tribes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in ancient China. The excavation and study of the Bohai relic 

constitute a great academic subject of important scientific value. What the present article offers is a comprehensive 

account on the pottery from the Bohai relic in the valley of Mudanjiang river as well as a deep-going 

systematization and study of the material from them. Through the typological study of wares from sites and 
tombs ,it is expect that the specific historiography and phases can be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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